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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的说法，最早来自 19世纪（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著作《中国》[1]一

书，乃指中国与中亚、印度等古代西域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交通路线；20世纪德国历史学家郝尔

曼在《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中，确立了“丝绸之路”之名[2]，将其范围拓展出中国到中

亚和印度之间，并延展到了罗马[3]；而法国汉学家沙畹在其所著《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丝路”有海路

和陆路两道[4]；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他 1967年出版的《探索海上丝绸之路》中初次提出“海上丝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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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3—14世纪，蒙古人的世界性征略行动在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也使海、陆“丝

绸之路”大范围贯通，欧亚大陆上并存的几大文化圈的相互交流与认知情形大为改观。中国在这个过程中，

不仅由传统汉族为中心的小中国转变成多民族、疆域辽阔的大中国，而且也借助海、陆“丝绸之路”畅通这个

有利环境，成为当时世界体系的中心，为世界所广泛认知与认同。世界几大文化圈对“中国形象”的认知由

“名”到“实”，由传奇到现实，由官方的、宗教的表达走向民间的、世俗的表达。正是借助“丝路”拓通的现实

基础，“中国形象”在世界人们的心中前所未有的饱满而富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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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erdinand Freiherrn von Ｒichthofen, China: Ergebnisse eigner Ｒ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Erster Band，

Berlin: Verlag von DietrichＲeimer，1877.（李希霍芬：《中国——根据自己的亲身旅行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的结果》）在

此书第 1卷中，作者多次使用了 Seidenstrasse（“丝绸之路”）这一德文词汇，古希腊、罗马人将“丝”字音译为“赛尔”

（Ser），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意为“丝国”。后世欧洲的主要语言中，表示“丝绸”的词汇均以 Ser为源（见王冀青

《关于“丝绸之路”一词的词源》，〔兰州〕《敦煌学辑刊》2015年第2期）。
[2]参见邬国义：《“丝绸之路”名称概念传播的历史考察》，〔上海〕《学术月刊》2019年第5期。

[3]刘进宝《“丝绸之路”概念的形成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

[4]〔法〕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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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1]。综合历来人们对“丝绸之路”的认识与定义，“丝绸之路”可泛指古代中国与世界之间在经济、

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交流的主要区域与道路，它实际是一片交通路线网，从陆路到海洋、从戈壁

瀚海到绿洲，途经无数城邦、商品集散地等社会区域。而来往于这片交通网络的有士兵与海员、商队

与僧侣、朝圣者与游客、学者与技艺家等等，这些来往的人们赋予了“丝绸之路”丰富的意味。

13—14世纪期间，蒙古人的世界性征略活动为他们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疆域空前的蒙元帝国，其

境土横跨欧亚，东起今太平洋之滨，西达东地中海，南邻印度，西接伊斯兰、基督教世界，形成欧亚大陆

自东向西所并存的四个大文化圈：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中亚和西亚的伊斯兰文化圈、南亚

的印度文化圈以及东地中海与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圈[2]。在开疆拓土的同时，蒙古人对海、陆“丝绸之

路”的建设也功不可没。借由沙漠与海洋两大出口，蒙元时代实现了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全面贯

通[3]。法国学者莱麦撤认为，道路的畅通使得各民族人员的往来迁徙变得便利直接：“蒙古人西征，将

以前闭塞之路途，完全洞开，将各民族集聚一处。西征最大结果，即使全体民族，使之互换迁徙。”[4]不

同文化圈的人们借由海、陆“丝路”的大范围拓通，来往于蒙古大汗驻跸和统治的区域，从而在相互交

流与认知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国形象”的世界性输出在13—14世纪进

入一个巅峰时期。

一、13—14世纪“丝绸之路”的大范围拓通与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交流

13—14世纪期间，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率领下，蒙古人抱持着北方游牧民族的暴力理想，试图

将“日出日没”处，凡是“有星的天”“有草皮的地”尽看作长生天对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赐予。这种没有

边界意识的愿景在蒙古人近百年的世界征略进程中以暴力的方式呈现：“消失的国家超过20个……很

多独立的公国、王国、汗国和苏丹国在蒙古帝国崩溃之后都消失了。在50年之内，欧亚版图无可挽回

地改变了。”[5]而在这同时，随着世界格局的改变，东、西方“丝绸之路”也得到了多方位的拓通。

首先是成吉思汗时代的“丝路”拓展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的交流。对于13世纪的世界而言，蒙

古高原的统一和蒙古国的建立是改变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蒙古高原的统一意味着草原上的各部族

融合形成全新的蒙古民族，蒙古逐渐成了混杂着众多“有毡帐百姓”的庞大群体，“蒙古一名即概括了

众多的北方游牧部落”[6]。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使得“东起兴安岭西达阿尔泰山约 1600公
里，北接贝加尔湖，南抵中国长城（按：陈得芝注认为，应该是金朝长城）的戈壁沙漠约960公里”的蒙

古高原上的各个分裂的部族势力联结成一个强大的整体[7]。蒙古国建立之后，帝国相继向东、向西扩

张。向东——从1205年起对西夏发动了五次攻战；对金朝发动1211—1217、1212—1223两个阶段的

[1]〔日〕三杉隆敏：《海のシルクロードを求めて——東西やきもの交渉史》，〔大阪〕创元社1968年版，第6-9页；另

见周长山《日本学界的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泉州〕《海交史研究》2012年第2期。

[2]刘迎胜：《有关元代回回人语言问题》，见《华言与蕃音——中古时代后期东西交流的语言桥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版，第226页。

[3]按：布罗代尔认为：“中国向外界开放得很少，倾向于主要靠自己的资源生存。事实上，它只有两个大的出口，一

个是海洋，一个是沙漠。就连这两者也只能在条件有利时，在旅途的终端有潜在的贸易伙伴时才可能使用。在蒙古人

统治中国时期（1215—1368年），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1240—1340年），这两个出口都畅通无阻。”（〔法〕费尔南·布罗

代尔：《文明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230页）
[4]参见龚书铎主编：《白寿彝文集·中国通史》，〔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8-319页。

[5]〔美〕梅天穆：《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马晓林、求芝蓉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版，第22页。

[6]罗贤佑：《元代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7页。

[7]〔蒙〕Sh.比拉（Sh.Bira）：《12至13世纪的蒙古人及其政权》，陈波编译，〔呼和浩特〕《蒙古学信息》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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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食侵掠之战。向西——自1211年开始，逐步将蒙古西部的区域诸如哈剌鲁部、西辽、花剌子模、吉

利吉思、康里等政权所辖之境并入帝国的版图。

就“丝绸之路”的拓通而言，蒙古人的东拓西征使得波斯道与中国联通。帝国的驿站在原辽、金的

驿站基础上从帝国的东北部向中亚区域密集地铺设开来。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成吉思汗制定

的律令和颁布的札撒”一节中写道：“他们在国土上遍设驿站，给每个驿站的费用和供应作好安排，配

给驿站一定数量的人和兽，以及食物、饮料等必需品。”[1]蒙古国学者认为，“蒙古高原广阔的山地草原

构成世界两大文明区，即中亚绿洲文明区和从多瑙河延伸至中国长城的欧亚草原文明带的一部分。

很久以来，蒙古高原就处于世界交通的交叉口。两条大动脉，即伟大的丝绸之路和又叫草原丝绸之路

的欧亚草原走廊，将蒙古高原与东西文明中心地区连接起来”[2]。而蒙古对中亚区域的征服，使得中亚

区域的回鹘、穆斯林成为伊斯兰文明和汉文明的中介，这些人也借助蒙古人的征略而在更广袤且不受

阻碍的区域上享受贸易与交通的便利[3]。更值得指出的是，蒙古人在灭掉位处中亚的西域大国花剌子

模国后，最大程度地推动了13—14世纪的西域人东迁。马建春在《元代东迁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中

指出：“蒙·元时代西域人的大量东迁，不仅导致了西域人在中土聚合高潮的出现，而且大大影响了这

一时期中国的民族构成，并促成了元朝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4]就文化的交流而言，西域人的大规

模东迁也极大地推动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与中国的交流与融汇。

其次，窝阔台汗时期的“丝路”拓展成绩及与基督教文化圈的交流。在成吉思汗征略天下的进程

中，其第三子窝阔台居功甚伟。与父辈的功绩相比，窝阔台一生的征略主要体现于灭金和长子西征，

同时还包括继承父亲未竟的灭西夏扫尾工作。1227年，在成吉思汗去世不久，西夏灭亡；1234年，金

朝灭亡。灭金的结果使得蒙古人在中原和中亚建立了稳固的统治；1236年，窝阔台又组织发动由拔

都率领的蒙古第二次西征。战争从1236年春蒙古军队集结完毕，向西推进开始，直至1241年窝阔台

去世，以 15万之众横扫欧亚，从保加尔边境一直打到亚得里亚海东岸，一路战胜了保加尔、钦察、罗

斯、波兰、匈牙利，并攻入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波希米亚、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近郊。西征的结果，蒙

古的版图扩展至从太平洋至亚得里亚海、从北冰洋到波斯湾。

就“丝路”建设的情形且较之乃父的贡献而言，窝阔台时代发动的第二次西征，蒙古军经撒莱、里

海和咸海北，征服了斡罗思和钦察人，不仅将波斯道和钦察道这两条道路建设成当时重要的陆上国际

干道，而且还在统治范围内建立了完善的驿站制度。这些拓通的驿路在蒙古大军征略之后，又“开放

给商人、传教士”，“使东方和西方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进行交流成为可能”[5]。1246年，意大利传教士约

翰·卡宾尼参加贵由汗的即位典礼看到：出席大典的不仅有蒙古贵族和各汗国的使团，还有“中原地区

的官员，突厥斯坦与河中的长官马忽惕，呼罗珊的异密阿儿浑，伊拉克、鲁尔、阿塞拜疆与设立汪等地

的异密。罗姆素丹鲁克那丁，格鲁吉亚的两个争王位者大卫·纳林与大卫·拉沙，俄罗斯大公雅罗斯拉

夫，亚美尼亚王海屯一世之弟森帕德，毛夕里素丹巴得拉丁鲁罗之使者，巴格达哈里发派遣的大法官

法赫鲁丁，法尔斯与起儿漫的使臣，阿剌模忒易司马仪派教主阿老丁和库希斯坦派来的使者，甚至还

[1]〔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何高济译，翁独健校，〔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

[2][3]〔蒙〕Sh.比拉（Sh.Bira）：《12至 13世纪的蒙古人及其政权》，陈波编译，〔呼和浩特〕《蒙古学信息》2004年第

4期。

[4]马建春：《元代东迁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5]〔英〕克里斯托佛·道森：《出使蒙古记·绪言》，吕浦译，周良霄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年版，第

29-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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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兰克的使者”[1]。从卡宾尼开始，基督教文化占主流的西方与东方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进行交流的

情形越来越频繁。

其三，蒙哥汗时期的丝路拓通情形与印度文化圈的交流。在蒙哥汗的规模经略之下，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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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的政治背景与世界格局，13—14世纪世界的海、陆“丝绸之路”得以多方位拓通，区域与

人民之间互联互通的情形臻于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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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界，以限南北，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以一军守其冲要。时西北有国曰乃蛮”[1]可以知道，“乞台”是金朝

统治的区域，有民如女真、契丹人等；“至那”是指宋朝统治的汉人；“摩至那”，又名蛮子，则指南宋中国

统辖区的南方中国人。而除了对南、北中国区分细致外，缘于阿拉伯伊斯兰舆地学的发达，《史集》对

地理位置与人口氏族的分布以及道路、路线也力求表达准确[2]。文中的“女真海岸”，从渤海湾起，至满

洲海；哈剌-沐涟河岸指黄河，黄河的上源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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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乞的《东游记》中，对“中国”名称与方位、范围的描述更具体了一些：

其次是大契丹（Grand Cathay），我相信，那里的居民在古代常被称为塞雷斯人（Seres）。
他们那里出产最好的绸料，这种绸料依照这个民族的名称被称为塞里克（Seric）,而这个民族

是由于他们的一个城市的名称而获得塞雷斯这个名称的。我从可靠方面听到，在那个国家

里，有一座城市，拥有银的城墙和金的城楼。那个国家有许多省，其中的若干省至今还没有

降服蒙古人。在契丹和印度之间，隔着一片海。[1]

鲁不鲁乞的这段对“中国”的表述，在基督教统领的西方文化圈中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因为“他第

一个很准确地推测出古代地理学上所称的‘塞里（雷）斯国’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即一个国家和它

的人民”[2]，“中国”终于从传奇步入现实。

在元朝一统南北之后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以及商人，他们对“中国”的“名”与“实”对应关系的

表述更加具体且明白。

关于杭州（Cansay）城，它是世上最大的城市

我来到杭州城，这个名字义为“天堂之城”。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确实大到我简直不

敢谈它，若不是我在威尼斯遇见很多曾到过那里的人]。它四周足有百英里，其中无寸地不

住满人。那里有很多客栈，每栈内设有十或十二间房屋。也有大郊区，其人口甚至比该城本

身的还多。城开十二座大门，而从每座门，城镇都伸延八英里左右远，每个都较威尼斯或帕

都亚威大。所以你可在其中一个郊区一直旅行六、七天，而看来仅走了很少一段路。[3]

鄂多立克对于中国南方城市杭州的清晰描述完全得益于元代世界海、陆“丝绸之路”的拓通以及元朝

中国境内大运河畅通的便利。1321年，他在游历了波斯、印度等地后，乘船在广州登岸，游览了泉州、

福州，取道仙霞岭至金华，循钱塘江至杭州，又到南京、扬州，沿运河北抵大都（今北京）。他在大都居

住三年。1328年他取道今内蒙古河套，经陕西、甘肃至西藏拉萨，又经阿富汗喀布尔到大不里士，沿

原路回国。鄂多立克关于中国城市的建设规模、人口繁荣以及城市的具体结构的描述，为基督教文化

圈具象认知“中国”夯实了基础。

相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以及基督教文化圈这些异质文化圈对于“中国”的认知会存在“名”与

“实”的不对应，以汉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以及印度文化圈的人们对“中国”的认知则可以从认同

程度来考察。在13—14世纪，东亚文化圈中对元朝认同程度最高的是高丽，这使得他们对“中国”的

了解和表述如同国人。除了那些高丽官员、士人、僧侣留存的大量往来元朝境内的纪行诗文外，值

得注意的是 14世纪中叶流行于高丽的两种汉语教科书《老乞大》和《朴通事》。在朝鲜李朝成宗

（1469—1494）时期，朝廷下旨以谚文解《朴通事》，形成《朴通事谚解》，直到16世纪初，朝鲜人依旧认

为如果要通晓汉语，必须先读通《老乞大》《朴通事》，以作为习得汉语的基础。“乞大”就是“契丹”之意，

“老乞大”即老契丹，“通事”是对翻译的称呼。而从《朴通事谚解》中的几段对话可以见出高丽与元朝

之间海陆交通的便利以及高丽人对于元朝统治的认同：

拜揖赵舍：“几时来了？”

“昨日恰来到。”

[1]《鲁不鲁乞东游记》，转引自道森《出使蒙古记》，吕浦译，周良霄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年版，第

161页。

[2]张西平：《蒙古帝国时代西方对中国的认识》，〔郑州〕《寻根》2008年第5期。

[3]〔意〕鄂多立克：《鄂多立克东游录》，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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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船路上来那，旱路里来？”

“我只船上来了。”[1]

船路即海路。由高丽商人与老乡的对话中所涉及高丽与元朝的交通情形可以看出，元朝与高丽之间

海、陆交通非常便利，这种便利渗透于人们的日常认知[2]。再如以下一段：

……我在汉儿学堂里学文书来。

……

你学甚么文书来？

读《论语》《孟子》《小学》。

恁每日做甚么工课？

每日清早晨起来，到学里，师傅行受了生文书。下学到家，吃饭罢，却到学里写仿书，写

仿书罢对句，对句罢吟诗，吟诗罢，师傅行讲书。

讲甚么文书？

讲《小学》《论语》《孟子》。

……

你是高丽人，学他汉儿文书怎么？

你说的是，各自人都有主见。

你有甚么主见？你说我试听咱。

如今朝廷一统天下，世间用著的是汉儿言语。咱这高丽言语，只是高丽田地里行。过的

义州，汉儿田地里来，都是汉儿言语。有人问著一句话，也说不得时，教别人将咱每做甚么人

看？[3]

从这两位高丽人的对话，很能看出高丽普通民众对于元王朝一统政权的认同以及对汉语文化的认同

与归属感。

高丽之外，安南对于元朝中国的认同程度也非常高，尤其是 1284年安南成为元朝宗藩国以后。

作为认同元朝统治的标志性文化事件是曾任安南陈键幕静海军节度使的黎崱在1286年前后完成汉

文《安南志略》，并进献给元廷，以作为《经世大典》修撰的补充。与黎崱共事的馆臣吴元德有诗记述黎

崱叙录《安南志略》并被元廷选用的欣喜：“忆昔天历初，开阁修大典。四方贡书至，此志亦在选。词臣

绶敷陈，天子动颜色。黎侯志获伸，彰宪功暴白。当其幕修际，小臣事供给……”[4]而元朝诸如程钜夫、

许有壬、欧阳玄、揭傒斯、吴元德、范梈等馆臣也都对《安南志略》给予认同与肯定。另外，作为东亚文

化圈的重要国家日本，尽管由于元朝发动的几次侵日战争都未成功，两国之间在官方没有往来，但民

间的贸易与往来依旧持续，而日本的僧侣及文化高层人士则继续沿承唐宋以来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

和研习热情。

此外，江南一统之后，元朝承继南宋的海外遗产，将南海、印度洋纳入王朝发展体系，再加上西域

色目对元朝政权的高度依附和认同，到13世纪末，从中国到伊朗、阿拉伯方面的海域以及所经由的海

[1]《朴通事谚解》（中），汪维辉《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58页。

[2]关于高丽的讨论参考了陈高华《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北京〕《历史研究》1995年第

3期。

[3]《原本老乞大》，《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7页。

[4]吴元德：《题黎静乐所编安南志后》，见杨镰《全元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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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整体就已进入元朝政权的影响范围之中，推动了这一时期环绕欧亚大陆和非洲北部及东海岸的交

通体系。马八儿—马尔代夫—索科特拉岛—亚丁航线，经元朝时期东、西方海舶的开辟、经营，已成为

印度洋东、西两岸地区海上联系的重要通道[1]，这使得印度文化圈所辐射的南亚、东南亚区域与中国的

交往及认同得以加深。《元史·世祖本纪十一》载，至元二十三年九月，“马八儿、须门那、僧急里、南无

力、马兰丹、那旺、丁呵兒、来来、急阑亦带、苏木都剌十国，各遣子弟上表来觐，仍贡方物”[2]。其中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地处印度半岛南部的著名岛国马八儿国，缘于其乃通往印度洋西岸两条海道的分航

点，与元朝中国的关系尤其密切。马八儿国的宰相不阿里“尽捐其妻孥、宗戚、故业，独以百人自随，偕

使入觐”[3]，最终定居于泉州。不阿里在大德三年（1299）以资德大夫、中书右丞、商议福建等处行中书

省事职薨于京师时，元朝政府不仅赐中统宝钞二万五千缗，以驿传负其榇归葬泉州，而且令翰林大臣

刘敏中为其撰写墓碑，可谓在元朝极尽生荣死哀。

由上叙述可以看到，13—14世纪海、陆“丝绸之路”的拓展与大范围开通，使“中国在13世纪世界

体系中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为它连接着北方的陆上商路和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印度洋海

路。当这两条线路同时充分地发挥作用时，特别是当中国处于统一状态，因而成为连接两条线路的

‘畅通无阻的沟通媒介’时，世界贸易线路是完整的”[4]。由于中国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重要位置和重

要意义，它被其他文化圈人们的认知和认同程度也大大提高。

三、13—14世纪世界“中国形象”从官方的、宗教的到民间的、世俗的转变

如前所述，13—14世纪蒙古人对于海、陆“丝绸之路”的拓通就其初始目的而言，是因为征战，但

战争过后，被拓通的道路即“开放给商人、传教士”[5]。具体而言，拓通之后的海、陆“丝路”沿线区域与

民众之间相互的经济利益战胜了政治纷争，而频繁的共享物质的流动，使得蒙古人因战争而开辟的路

线逐渐转变为商业干道，它们的商业影响要远大于它们的军事意义。这个过程中，“中国形象”也缘于

世界范围内商旅之间往来的稀松平常而在人们的表达视角中逐渐从官方的、宗教的视角向民间的、世

俗的层面展开。这种展开可以借助其时人们留下的“纪行”创作，从道路的便利、市场的繁荣、货物的

丰足、政府作为的有效以及人们生活的愉悦等方面来考察。

其一，对道路交通便利印象的感知由官方的层面走向了世俗的层面。由前面论述可以看到，蒙古

人特别重视道路和驿站的建设，《元史》于此曾有评价：“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

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也。”[6]波斯史家志费尼在1263年左右

写成的《世界征服者史》“成吉思汗制定的律令和颁布的札撒”一节中写道：

他们的领土日广，重要事件时有发生，因此了解敌人的活动变得重要起来，而且把货物

从西方运到东方，或从远东运到西方，也是必需的。为此，他们在国土上遍设驿站，给每处驿

站的费用和供应作好安排，配给驿站一定数量的人和兽，以及食物、饮料等必需品。这一切，

[1]参见马建春、王霰：《元代马八儿—亚丁新航线疏证》，〔上海〕《国家航海》第21辑（2018年），第84-105页。

[2]宋濂：《元史·世祖本纪十一》卷14，〔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92页。

[3]刘敏中：《敕赐资德大夫中书右丞商议福建等处行中书省事赠荣禄大夫司空景义公不阿里神道碑铭》，李修生：

《全元文》卷397，〔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550页。

[4]〔美〕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杜宪兵、何美兰、武逸天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36页。

[5]兰江：《长子西征及其胜利原因探究》，〔成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增刊。

[6]宋濂：《元史·兵志·站赤》卷101，〔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5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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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交给土绵[1]分摊，每两土绵供应一处驿站。如此一来，他们按户籍分摊、征索，使臣用

不着为获得新骑乘而长途迂回;另一方面，农夫、军队免遭不时的干扰。更有甚者，使臣每年

要经过检查，如有缺损，必须由农民补偿。[2]

对于蒙古人的道路和驿站建设情况，志费尼是以官方的视角，从战争需要的急迫性、制度制订的合理

性和执行的有效性等方面来表述和评估的。而从威尼斯来的商人马可·波罗的表达则非常世俗化、个

人化：

大汗又按照他所定的制度，赐给波罗兄弟一面刻有圣谕的金牌。凡持有这种金牌的信

使和他的全部扈从，在帝国境内的一切地方，官吏都要保障他们的安全，从一个驿站到下一

个驿站都必须妥善护送，所经过的城市、寨堡、市镇或乡村，都必须为他们提供一切装备、生

活必要品和食宿。……大汗赐予的金牌为波罗兄弟的行程带来极大便利，为他们所到之处

的安全提供了可靠保障，他们一路上所有费用均由地方担负，并派有卫队安全护送。尽管波

罗兄弟一行有如此便利的条件，但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天寒地冻、风霜雨雪、洪水泛滥等天

气变化常使他们寸步难行、疲惫不堪。[3]

1271年，跟随商人父亲、叔叔从威尼斯出发的马可·波罗一行人向南穿过地中海，再横渡黑海，经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到达巴格达，又从波斯湾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穿过伊朗大沙漠到阿

富汗，翻过帕米尔高原到达喀什，再从敦煌经玉门关，过河西走廊，最终于1275年到达上都。通过马

可波罗的这段描述，有关元朝时期的驿站制度和便利程度才真正从官方制度和文书层面落地到了人

们日常生活的切身体验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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恁这毛施布十一综的价钱，九综的价钱索多少？

十一综的是上等好布，三定（锭）半，没商量。九综的是中等的，两定（锭）半。

这帖里布好的多少价钱？低的多少价钱？

帖里布这一等好的两锭。这一等较低的六十两。

恁休胡索价钱。这布如今见有行市，俺买呵买一两个，自穿的不是，一发买将去要觅些

利钱。俺依著如今价钱，一句儿还恁：这毛施布高的三锭，低的两锭；这帖里布高的七十两，

低的一锭。俺不赊恁的。一捡儿与好钞。[1]

引文中提到的小毛施，又被称作耄丝布、苎麻布，用白色苎麻织成。高丽所产毛施布做工精细，品质优

良，深受中国市场的欢迎，所以高丽商人带往中国的商品或者高丽士人赠送中国人的特产往往有小毛

施。帖里布，也是高丽盛产的以大麻织成的布[2]。高丽商人带着毛施、帖里布在市场交易中的讨价还

价情景不仅还原了13—14世纪大都城中世界货物交易的场景，也还原着海、陆“丝绸之路”畅通背景

下，人们物质生活的丰足与便利。

其三，政府作为的有效度和人们生活的平和度成为世界各国人士表达“中国形象”是否具有吸引

力的标志。必须承认，蒙古人的世界征略给13—14世纪的世界文明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毁灭，但诚

如书写《世界征服者史》的志费尼所表达的那样，起初“他们到来，他们破坏，他们焚烧，他们杀戮，他们

抢劫，然后他们离去”，“城址变成平坦的原野”[3]。但在统治后期，尤其是征略行动停止之后，在政府作

为的有效程度上，蒙古人给世界“造成一片和平安定的环境，实现繁荣富强；道路安全，骚乱止息”[4]。

这使得各方人士缘海、陆“丝绸之路”踊跃进入中国，并将“中国形象”广泛推向世界。缘此，“中国形

象”的文明程度以及对于世界的吸引力也大为提高。例如在《朴通事》中有对话写道：

哥，你听的么，京都驾几时起？

未里，且早里。把田禾都收割了，八月初头起。

今年钱钞艰难，京都也没甚买卖，遭是我不去。往回二千里田地，到那里住三个月，纳房

钱空费了。[5]

这段对话中所谓的“京都驾”涉及元代的两都巡行制度，指的是皇帝由上都回大都的车马队伍，“京都”

指上都。元代自忽必烈中统四年（1263）开始实行大都、上都两都巡行制，皇帝每年三月间从大都出发

前往上都，大约八、九月间回到大都。由于“后宫诸闱、宗藩戚畹、宰执从寮、百司庶府，皆扈从以行”[6]，两

都巡幸行为对民众的滋扰甚大，后来政府便决定推迟回京，等稼穑之事结束后再回。《元史》载英宗事

云：“车驾驻跸兴和，左右以寒甚，请还京师，帝曰：‘兵以牛马为重，民以稼穑为本。朕迟留，盖欲马得

刍牧，民得刈获，一举两得，何计乎寒。’”[7]蒙古皇帝推迟了从上都回大都的时间，这对于其时世界各国

前往中国朝觐蒙古皇帝、到中国做生意的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它意味着人们的行动、步趋可

能要重新规划。引文中两位高丽商人的对话，蒙古皇帝回大都的时间就是他们对话的重要背景，这也

可以看出蒙古皇帝的作为对于人们生活便利和愉悦程度的影响。

[1]《原本老乞大》，《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5页。

[2]参见苏力：《原本〈老乞大〉所见元代衣俗》，《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3][4]〔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23页，第85页。

[5]《朴通事谚解》（上），《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41-242页。

[6]王祎：《上京大宴诗序》，见李修生：《全元文》卷1685，〔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页。

[7]宋濂：《元史·英宗本纪一》卷27，〔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13页。

211



13—14 世纪“丝绸之路”的拓通与“中国形象”的世界认知

2019/4江苏社会科学· ·

特别值得探研的是来中国的各国人士对蒙古人统治和管理下市场流通纸币的描述。鲁不鲁乞描

述纸币写道：“通常的钱是一张棉纸，长宽各有一掌之宽，他们在这张纸上印有条纹，与蒙哥汗印玺上

的条纹相同。”[1]马可·波罗描述道：

每张纸币不仅要有许多特命的官员的签名，而且还有他们的盖章。经过所有这些官员

的手续后，最后由陛下委任的一名掌管玉玺的总管将玉玺沾上朱砂盖在纸币上，于是在纸币

上印下一方朱红色的御印。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处理后，纸币便获得了流通货币的职能。任

何伪造纸币的行为都是犯死罪。这种纸币大批印制后，便流通于大汗所有的领土上，没有任

何人胆敢冒着身家性命拒绝使用这种纸币……对于这种货币，商人们不会拒收，因为大家已

经看到，商人们也可以用这种纸币来购买商品，即便他们来自其他国家，在他们本国不流通

这种纸币，他们也可以将它换成适合他们本国市场的各类商品。任何人手里的纸币如果因

长久使用而破损了，他们可以将旧钞拿到造币厂，只需要支付百分之三的费用，就可以换取

新钞……纸币和金银一样是有价值的。[2]

在13—14世纪，纸币发行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对于市场流通和缴税的便利，更在于它本身就体现着其

时最高技术的结晶，它的制作与发行包含着其时只有中国才具有的造纸术、印刷术、防伪程序以及对

金融市场规律的运用，等等[3]。而在传教士与商人们的描述中，货币的制作、流通以及各个环节的机制

保障等等，尤其是人们对技术的安享程度得益于政府功能运行的正常和有效。正如鄂多立克的《东游

记》所表述的那样：“此邦的百姓都是商人和工匠。而且，不管怎么穷，只要还能靠双手为生，就没有人

行乞。[但那些沦为贫乏穷困者受到很好地照顾，给以必要的供给。]”[4]鄂多立克的描述也从侧面反映

出政府作为的有序和有效对于其时人们生活安适状态的保障。

综上所述，如果说13世纪初，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用非常野蛮、暴力的方式为东、西方世

界的人们打通了相互认知的道路的话，那么，14世纪中国社会的繁荣富庶、人们物质生活的丰足与便

利以及文明程度的提升也在一定意义上弱化了世界对蒙古人粗莽野蛮、孔武不经形象的感知。就这

个意义而言，诚如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所说：“蒙古人既没有打造具有战略性的贸易枢纽，也没有

为世界经济提供独特的工业生产力，更没有发挥转运功能。然而，他们却营造了一个风险很少，保护

费用低廉的有利环境。”[5]借助海、陆“丝绸之路”畅通这个有利环境，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体系的中心[6]，

“中国形象”在此时世界人们的心中也前所未有地饱满而富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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